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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村落”建设中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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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参观、访问调查及深度访谈等实证研究方法，深入了解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的现状，研
究发现这一创建工程为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带来了希望的曙光，提高了公共参与、激活了公益事业、繁荣了公共
文化、净化了乡村风气等。基于传统乡村公共性逐渐消解的现状，从行政举措、利益效应以及村落记忆 3 个方面
分析乡村公共性在“幸福村落”创建中得以再生产的内在逻辑。提出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内在根源在于: 完善
的制度设计与群众的切身利益诉求实现对接，再辅之以村落记忆的粘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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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认为公共性有三层意思: 公开
性［1］、现实性［2］88 以及共通性［2］83。尤根·哈贝马
斯则指出公共性具有重要的政治指向，其终极目标

是公共共识的形成，认为公共性的形成有三步曲:独

立的公共空间—公共批判—形成公共共识［3］。郭
湛认为公共性是社会最重要的属性，“社会是一种
公共性的存在，需要其成员心存公共精神和公共规

则。因为一个社会中的公共精神越充分，公共规则
越有效，其环境和氛围就越和谐、越美好，社会成员
享有的社会资源和公共福利就越多”［4］。基于学者
以往的研究，本文所涉及的“公共性”则侧重于其社
会属性，从公共精神和公共规则两方面进行定义:公

共精神即责任感，负责任地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管理，

积极投入公共生活的热情，强烈的集体荣誉感，追求

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为自己更为他人的利益而努

力斗争的情怀;公共规则即对人们的行为有着规范

与约束作用的规则。
公共性概念可进一步操作化为为我性、为他性、

集体性以及规约性等 4 个维度。为我性与为他性是
密切相连、互不分离的，如果此二者分离则谈不上公
共性。人首先是一个独立的存在物，强调自我的实
现与满足，但同时人又是社会性的存在物，对他人有

着依赖。因此，人必须在为己的同时还要为他，要主
动自愿地为自己、为他人、为社会负责任。公共性并

不排斥私人性，但是要在对他人负责的前提下实现

自我的满足。集体性即集体主义。规约性即对人们
的行为发挥规范、约束的作用。因此，公共性也可理
解为利他主义前提下的个人主义及集体主义。
传统的乡村公共性是由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文化

基础建构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
制改革的深化，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迁，人们的思

想也随之跌宕起伏，传统的乡村公共性赖以生产和

生存的基础遭到破坏，因而逐步趋于消解。此外，阎
云翔指出:国家的一系列举措促使私人生活发生转

变，他强调了中国社会对现代性的追求是摧毁传统

乡村社会结构，瓦解村庄公共生活的关键因素。他
进一步指出，随着传统公共性的消解，一股以自我为

中心的、利己的个人主义思潮弥漫乡村社会，使村庄
治理出现若干困境，严重阻碍了村庄的良好及有序

发展［5］。此后，中国的学者们也对此展开了深入的
研究。吴理财认为当下村庄的公共精神流失使得村
庄公共事业日渐萎缩，具体表征为两方面:一方面是

乡村公共生活退化，个人私欲无限膨胀，自我中心主

义泛滥，互助精神消解，公共意识衰落等; 另一方面

是公共舆论的去公共化，即公共舆论从公开场合退

隐到私下场合，对人们行为的规约作用越发苍白无

效，这意味着传统的公共道德力量趋向式微［6］。张
胜前也指出，在乡村公共性日渐瓦解的村庄，公共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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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失去了原有的震慑力，道德失范行为层出不穷，譬

如:年轻人抛弃父母、虐待老人，村干部贪污成风、甚
至与乡村“拳头势力”联合在一起［7］。赵晓峰则论
述了村落的公共性与个体农民的政治性之间的唇亡

齿寒关系，村落公共性的丧失带来了农民政治性的

快速流失，进而导致农村基层治理的怪圈［8］。学者
们以往研究表明:乡村公共性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具

有重要意义。
面对乡村公共性日益消解的现状，本文拟通过

对湖北秭归“幸福村落”的实地考察，运用集体座谈
会和深度个人访谈的研究方法，就“幸福村落”创建
中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可能性及内在逻辑进行深入

探讨，以期对实现乡村公共再生产提出建议和意见。

一、“幸福村落”创建中乡村公共性
再生产何以可能

笔者跟随课题组于 2013 年 3 月下旬前往湖北
秭归对创建“幸福村落”的 11 个试点村进行实地考
察，走访了 11 个村落和 24 个农户住所，与相关领导
进行了座谈，对秭归创建“幸福村落”进行了深入调
查。发现“幸福村落”的创建为破解当前乡村公共
性趋于消解的困境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在一定程度

上重构了乡村社会的公共性。
湖北秭归的“幸福村落”创建工程之所以被提

上日程，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社区

模式出现了瓶颈。“杨林桥模式”的农村社区建设
虽取得巨大成效，然而在新时代背景下出现了新的

难题:农村社区规模过大，社会服务及管理难以精致

化，成效日渐不明显［9］。而“幸福村落”建设是完善
农村社区建设成果，深化与拓展农村社区建设功能，

深度推进村民自治的具体措施，是强化农村社会管

理，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载体，它符合党的

十八大精神要求，符合当地实际，更符合群众意愿。
首先，村落的规模比农村社区更小，更具有凝聚力，

更有利于基础建设和社会管理。它是以村为单位，
在广泛征求村民意见的基础上，按照“地域相近、产
业趋同、利益共享、有利发展、群众自愿、便于组织、
尊重习惯、规模适度”的原则科学组建的，其规模依
自然山势地形而形成。其次，一个村落有着相同的
地缘文化、农耕文化、习俗文化和亲情文化，具有一
种特殊的凝聚力。此外，最关键的一点是村落模式
在利益共享上能够达成一致，实现共同受益。政府
只要稍加引导即可实现更为符合当地实情的乡村治

理。“幸福村落”创建过程中实现了乡村公共性再
生产，具体分析如下。

1．提高公共参与度
“幸福村落”创建试点工作得到了村民的衷心
拥护，其参与热情空前高涨。村民负责任地推选出
心目中的最佳领导者，即“一长八员”，积极参加村
落理事会的会议，自觉服从“一长八员”的领导与号
召，而“一长八员”也积极热心于公益事业。比如，J
村第一村落的王某因为人正派、处事公道而被推选
为村落理事长，他带领全村落开展环境治理，实现全

村落总动员，采取农户自己清理与村、社区组织专班
集中攻坚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整治公路沿线堆积物、
农户房前屋后水沟杂物和杂草等，大大改善村落环

境;第四村落的茶叶加工及销售大户杜某当选为村

落理事长后，积极指导和组织该村落农户对 20． 10
hm2茶园进行防虫治病及秋季管理。

2．激活公益事业
“幸福村落”创建之前，村庄公益事业建设必须
经过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大会商讨决定后才得以通

过。然而由于一些原因，诸如村民代表人数少、受益
户数少以及投资难度大等因素，部分偏远的自然村

组的公益事业难以通过。尤其是涉及村民利益时，
村庄公益事业尤其难做，如道路维修，由于占地及补

偿价格难达成一致而影响工程进度。“幸福村落”
创建开展之后，通过村落理事长组织，“一长八员”
带动，村民自己协商，很多事情都可迎刃而解。比
如: J村群众在各村落理事长的带领下硬化机耕道
超过 3 000 m; T村村民在村落的组织下投工 600 多
人，维修村落公路 24 km，建沼气池 30 口、饮水池 20
口，架设水管 3 000 m;W村的各村落在修建果园公
路的过程中通过占地互调、资金自筹等方式仅用 2
天就完成了土地调整，大大缩短了果园路的建设时

间，使得 0． 24 hm2 柑橘园、36 个家庭受益; J 村第一
村落剪刀岩有 11 户村民至今不通公路，而公路修建
工程启动后，村民改变了以往的“等、靠、要”和畏难
心态，积极主动自筹资金、投工进行公路建设，极大
地改善了群众出行环境。

3．繁荣公共文化
各村落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及民间文化活

动，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艺宣传队，扩大了农村政

策的宣传面，弘扬地域和村落文化，丰富了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消除封建迷信、法轮功及各种邪教组织
在农村的影响，使农民群众享受高尚、健康的先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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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促进了乡村和谐。如 C 村由各村落宣传员组建
了一支的文化宣传工作队，专门负责开展村民文化

娱乐活动，向群众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村庄的公共
事务动向以及身边的好人好事。群众反响非常好，
均反映“自己闲在家容易影响邻里之间的感情，大
家伙都出来蹦跳可以促进感情交流”。

4．净化乡村风气
村民自行化解矛盾，在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做到

了“大事不出村，小事不出村落”，家庭暴力、邻里纠
纷、干群矛盾等难题得到解决。据村民王某回忆，过
去村里的邻里纠纷、家庭暴力时有发生。“到外面
打工回来的男人，似乎都有暴力倾向，喜欢拿自个儿

的媳妇出气……邻居之间经常会为了一些小事打起
来，几年前村里还发生一件命案呢，侄子向姑姑索要

钱财遭拒绝就痛下杀手”。如今的乡村风气在一定
程度上得到了净化，据某村落王理事长所说，自从实

施“幸福村落”创建工作之后，村里的治安以及风气
都变好了，虽然邻里间仍偶有小摩擦，但是经过劝解

很快就能握手言和，在调解员掀起的舆论风暴下家

庭暴力也得到遏制，干群间的矛盾也在村落理事长

的努力下得到缓和。
显而易见，上述 4 个方面展现了乡村公共性正

在经历再生产的过程，也表明了“幸福村落”建设为
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带来了可能性。小村落聚起大
决心，小平台体现大服务，小人物发挥大作用，显然

这体现了乡村公共精神在重塑，公共规则在重构，即

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那么，在当前的“幸福村落”
建设中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是如何实现再生产的? 是

什么深层机理在背后推动着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成

功运行?

二、外推与内驱:乡村公共性再生产
的内在逻辑

所谓的外推与内驱，即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 3
条线索:行政引导、利益主导与村落记忆。对于乡村
公共性再生产而言，前者是外在推力，后两者是内在

驱动器。行政引导即政府等公共部门给予适当的政
策引导和制度安排，对村民的利益诉求进行合适、恰
当的疏通和引导。利益主导即村民行为选择的出发
点和终极目标是实现利益最大化。村落记忆，即村
落长期积累下来的历史、传统和记忆，强调归属感和
秩序性，对当下人们的价值选择与判断有重要影响。
在这 3 条线索的指引下，乡村公共性得以再生产，这

也是秭归的“幸福村落”创建得以实施之关键所在。
1．行政引导:公共性再生产的开路先锋
行政引导，是乡村公共性得以再生产的外在推

动，如果没有适当的行政引导，公共性的再生产就不

能顺利完成，可谓是开路先锋。具体包括因地制宜
的制度设计、村落理事长的示范与带领以及奖惩机
制，在这 3 个方面的引导下，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得
到激发。
( 1) 制度设计及其效应。“幸福村落”创建的制

度设计对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起到两方面作用: 一

是为村民参与搭建了公共舞台; 二是激发了村民的

民主意识。
一方面，公共舞台的搭建不仅激发了民主的公

共参与欲望，提升了村民对干部的信任度，还可将村

庄能人潜在能量转化为正能量。村 ( 设立“幸福村
落”创建工作指导委员会) ———农村社区( 设立社区
理事会) ———村落( 设村落理事会) ———农户的 4 级
组织架构有了新的突破，将治理单元下沉到村落一

级，为村民提供了更为可行、更可触摸的参与平台以
及表达诉求的渠道，这激发了村民公共参与的欲望

及激情，为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提供了制度性渠道。
据某村落的王理事长所言，自从创建“幸福村落”以
来，村民对村落长远发展的参与热情与希冀被极大

地调动了起来:

“致富一直都是我们心中所希望的，谁不想日
子过得好点，以前是因为想管想做却苦于没渠道，现

在情况好转了，政府还是想着我们群众的，给我们提

供自由发挥的平台，这一点群众心中是感激的，同时

也是非常珍惜的，这从每一次召开村落理事会议的

情况就可以看出来，如无特殊情况绝对没有缺席的，

在会上群众踊跃发言，为村落的集体发展出谋划策，

非常积极。”

这一组织架构清晰地展示了各层级的权力运

作，使村民对政府内部运作的认识清晰明了，有利于

增强村民对干部的信任度，消除村民对政府的不信

任情绪。从王理事长的谈话中也能看出这一点，
“政府还是想着我们的”，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真实
感言，也是村民对政府信任度提升的真实写照。此
外，“幸福村落”是新型的村民自治组织模式，由于
村落规模适度，可以很好地实现责任分配并落实到

户，使村民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减少了搭便车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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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八员”的参与平台使村民能够一展所长，
将分散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使村庄能人潜在能量

转化为正能量，引导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解决
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城镇化的
推进及高速的人口流动使农民成了经济及社会管理

上的双重“自由人”，一些思想糟粕乘虚而入，给乡
村治理带来严峻挑战; 同时，村庄能人缺乏平台，无

序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个别村民的负影响力

如不为体制内吸纳，就可能引导村民情绪的走向，稍

有不满就会鼓动村民围攻村委会，扰乱村庄秩序，破

坏了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土壤。如果忽视了村庄能
人负能量的破坏力，缺乏疏导渠道，则很难实现乡村

公共性的再生产，而“一长八员”的制度设置是个很
好的疏导渠道。
另一方面，“幸福村落”的制度安排激发了村民

的民主意识。因为由“一长八员”组成的村落理事
会是由该村落的群众民主推选产生的，不经任何行

政力量的掺入，这充分地给予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

务管理的自由与权限，人民当家做主得到很好的落

实。对此，某村落调解员王女士很自豪地说道:

“村落的领头人是我们自己选的，我们都对他
的领导心服口服，现在可以说村落中的事情我们可

以自己做主了，自己做主的事情肯定要自己办，而且

还要用心去办好，不能辜负了党和国家对我们

的关怀。”

“自己做主的事情肯定要自己办，而且还要用
心去办好”，这说明了民主精神内生性地激发了集
体主义精神的再生，即民主意识对乡村公共性的再

生产作出了贡献。
“幸福村落”创建的制度设计不仅为群众的参
与公共事务搭建了平台，展示了权力运作，将村庄能

人的能量转隐为显。公共责任落实到户减少了搭便
车行为，激发了群众的民主意识，这些都内生性地激

发了群众的公共精神，即负责任地参与村庄公共事

务管理，积极投入公共生活，强烈的集体荣誉感。由
公共精神产生公共规则的效应在一定程度规范和约

束了村民的行为。
( 2) 村落理事长的强感召力。村落理事长作为

村落的领导应具备自我奉献精神、为人公道正派，有
一定的人格魅力和领导才能，还要有致富的一技之

长，这将使他们在本村落能够更易得到群众的信任

与信服。村民才会愿意服从其安排，村落集体行动

才能够一致化，村民自治、公共服务也将能得以及时
到位，最终保障乡村公共性得以再生产。
首先，在村落理事长人格魅力感染下的公共性

再生产。人格魅力包括责任感、正义感以及奉献精
神。其中奉献精神，即自愿主动扛起致富“带头人”
的自觉意识，这是村落理事长应具备的至关重要的

素质。村民推选“一长八员”的首要标准是“是否有
意愿并且有能力带领集体共同致富”。诚如某村民
所说:“能力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奉献精神及对
村集体的责任感，因为有的人能够自己致富，但是不

愿意分一杯羹，只顾自己的人我们绝对不会选”。
村落理事长应对村落的大小事务都充满激情、正义
感和责任感，有着奉献及牺牲精神。

X村落理事长在谈到茶叶销售不顺利时伤心落
泪; Y村落理事长把自家的一间房腾出来办农家书
屋，方便村落百姓看书读报; Q村落理事长成立了村
落红白理事会，组建了鼓乐队和宴席炊事队，不仅方

便了村落群众，还增加了大家的经济收入。

这是为村民谋福利的真实写照，他们以村落的

共同发展为出发点，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之所以
称为“无私”是因为村落理事长都是义务履职，无薪
酬，仅得少许物质或精神奖励。因此，村民对其领导
心服口服，甚至纷纷效仿其行为，责任意识、团体意
识、协作意识等公共精神得到复苏，公共规则也得以
发挥效用。
其次，村落理事长领导才能震慑下的公共性再

生产。所谓领导才能，一是有魄力，在处理村落公共
事务过程中理智且果敢果断，总是精力充沛;二是有

策略、有智慧、判断力准确，有一套协调人际关系的
高明手段，能够统揽全局、统筹兼顾，倾听不同的意
见，秉持谦虚、执着、勇敢的情怀面对村落的大小事
务;三是有能力，即村民所说的致富能力，是科技上

的“明白人”。他们多为民间艺人、种田能手、烤烟
种植户等，他们懂科技，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强，能

把握住事物背后的规律。在这些村落能人的领导
下，村民自然都服服帖帖，形成高效统一的集体行

动，相亲相爱和睦发展。
“幸福村落”创建工作彰显出强大的凝聚力，使
村落理事长在乡村公共性再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村落理事长的人格魅力感染着村民纷纷效仿其
行为乃至延续其精神，使村集体的统一行动得以实

现，而村落理事长的领导才能更是增强了村民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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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服。在人格魅力和领导才能的双管之下，群众
工作不再难做;在村落理事长的感化与召唤之下，各

村落成功开展了多项公益活动，激发村民的公共参

与热情。
( 3) 惩罚的约束与激励的诱惑。惩罚机制在一

定程度上也能够实现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这是一

种强迫性的、外在力量推动的公共性再生产。例如，
某村落修路之前村落集体签订协议，规定:出资出力

的村民可在所修道路上使用大型车辆运载物资，而

未出资出力的则不得在此道路上使用大型车辆; 责

任分配到户，不能按时完成者必须接受惩罚。

村落修路，有一农户既不愿集资也不愿出力，想

着“反正修好了你也不能不让我从那过，我坐享其
成就好了，何必那么辛苦”。当道路修好以后，他要
使用大卡车将所种蔬菜通过村落所修道路大批运到

集镇去。但是遭到理事长拦截，理事长指出:“依据
村落集体签订的协议，你当初并未出一分钱一分力，

所以你只能用你的脚使用这条路，而不能用车使用

这条路”。该农户无奈之下只能将所缺资金补回
来。

此类惩罚关系到受罚者的切身利益，而且实施

制裁的人是共同体的成员而非外部权威，这是惩罚

机制得以运转起来的关键。在上述访谈中，村民不
愿参与修路的代价是不得在此路上使用车辆运载货

物，而该村落坐落于大山沟，所种植的农产品，如果

不能及时运出销售，将会造成较大的损失。农户不
得不补全所拖欠的修路集资款。
此外，激励机制也能再生产乡村公共性。如

“五星”家庭评比活动激励村民保护环境，保持村落
整洁;而村集体召开年终总结表彰大会对全年各类

先进典型的表彰更是具有诱惑力和吸引力。如 X
村每年都要举办全体年终总结表彰大会，在向村民

报告工作的同时，重点表彰全年各类先进典型，“3+
1”文明家庭、生育文明示范户、优秀共产党员、“三
好”外出务工人员、身残志坚先进个人等 15 类受表
彰对象纷纷走上红地毯，接受物质嘉奖或精神奖励。
产业大户宋某说:“在村里当先进有名也有利，体面
又实惠，大家都比着争着发家致富”。因此，人人争
当先进、家家不甘落后，全村上下发展劲头足，村风
民风好。

2．利益主导:公共性再生产的核心源动力

利益主导，是乡村公共性再生产重要源泉及核

心推动力，它包括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两方面。公
共利益是村落共同体内多数主体利益相一致的方

面;公共需求指村落共同体的共同需要，而非村落个

别需求简单累加的总和。如果某项政策不符合村民
的利益与需求，即使设计得再完善，其推行也必将受

到诸多阻挠而难以实施。因此，政策设计一定要契
合村民的切身利益与需求，如此才能更好地实现乡

村公共性的再生产。
( 1) 公共利益的内聚作用。人类行为及选择最

重要的动力之一就是利益。诚如马克思所言，人们
所奋斗争取的一切也与其利益有关［10］。列宁也指
出，群众选择共产主义“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
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
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11］。
促使人们作为或不作为的重要动机就是利益。

公共利益对于集体行动的形成、乡村公共性的再生
产有着不言而喻的助推作用。如共同致富是村集体
的公共利益，也是村民实现长远发展的渴望，这是修

路等公益事业得以顺利完成的至关重要因素，如果

没有平坦宽敞的道路，不但会增加运输成本，也难以

吸引批发商进村大批采购柑橘等农作物，严重影响

了村民的增收。如果要谋划村庄的长远发展，则必
须合作起来建设村庄公益事业，如 B 村的柑橘因道
路难走就只能以贱价( 0． 10 ～ 0． 15 元 /kg) 卖出，被
中介商赚取巨大差价而无能为力。

“单户根本不成气候，风险非常大，首先成本就
吃不消，即使拉出去了也没有销售门路，会赔本赔死

的。所以我们村现在也有成立农民合作协会的设
想，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也一直在搞品种改
良，尝试种一些反季节、多品种的柑橘。因为柑橘一
般都是秋冬成熟，那时候天气冷人们不大愿意吃这

么凉的水果，很难销售，卖得那么贱农民也心疼啊!

所以有人就自发地琢磨改良的事儿，只要政府给予

适当的引导和技术培训，他们是非常愿意配合的，因

为农民自个儿也有发展的意识和改良的欲望”。

( 2) 公共需求的内聚作用。秭归县是一个特殊
的山区县，山大人稀，一个行政村所管辖的平均面积

可达 10 km2 以上，平均人口约为 1 700 人，面积在
20 km2 以上的村有 22 个，有些村的最高海拔
达 1 000 m以上。近年来村庄外出务工的人员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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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留守村内的均为老弱病残幼，而村“两委”干
部只有 3 ～ 5 人。因此，新时期下的村庄治理出现种
种困境，乡村服务与管理较之以往更为艰难，导致农

村政策宣传、矛盾化解、困难帮扶、社会管理、公共服
务的水平和质量远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
而在创建“幸福村落”后，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

上得到缓解。如低保户杨某去世之后，因其女儿长
期在外无法取得联系，且家中一贫如洗，后事难以料

理。在“一长八员”的积极张罗和动员下，村落内的
群众齐心协力主动伸出援助之手，这才使杨某得

以顺利安葬。显然，地理环境的阻隔迫切需要集
体的团结，特殊的地理环境急需在村落内形成“一
人有难众人帮”的格局，如此村民的困难才得以及
时化解。

3．村落记忆: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孕育基础
村落记忆是对村落长期积累的历史、传统和记

忆，类似于共同体意识或归属感，突出表现在村落的

稳定性和连贯性以及村民行为的秩序性。具体表现
形式为:村落的历史与传说、村规民约、宗族或宗教
等活动或仪式以及其他象征体系，它记录并保存村

落历史，影响当下人们的价值判断与选择［12］。村落
记忆是生产乡村公共性的重要机制之一。如仝志辉
所言:记忆清晰的村落往往内聚力强，乡村公共精神

也丰富，而记忆淡薄的村落则内聚力不强，人们各行

其是，缺乏公共精神［13］。而村落正是一个拥有共同
的、由历史积淀形成的地缘文化、农耕文化、习俗文
化和亲情文化的乡村基本单元，它具有一种特殊的

凝聚力，传承着大量村落记忆。

王理事长提到到村庄中人们的情感现状时欣慰

地说道:“群众之间的感情还不错，虽说偶尔有点小
摩擦，但不影响相互之间的感情，谁家遇到困难了其

他几家肯定是立马施援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毕竟
老祖宗的时候就是邻居了，都是一起避难来到这儿

的，左邻右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吵两句还热闹闹的。
大打出手可就是撕破脸，老死不相往来了，这种情况

几乎没有。所以，这也使得我们做群众工作的时候
非常省力，大家都听劝。”

“老祖宗的时候就是邻居了”，这说明历史的积
淀巩固和加深了村民之间的感情基础，所以对于相

互间矛盾都会有所忍让，王理事长也才会有“做群
众工作的时候非常省力”的感言。正是因为这点，

村落集体行动的形成才得以可能。正如仝志辉的论
断:社区记忆浓厚，村庄的内聚力或归属感强，村规

民约等传统有着强规约性［13］。村落的内聚力、归属
性和规约性强，意味着培育乡村公共性的土壤相当

完备。因此，村落记忆是实现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
重要机制之一。

三、结论与讨论

公共性是一种团结和谐的氛围，是一种互助友

爱的精神，也是一种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规则，对

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在瞬
息万变的新时代、社会新进程下，传统的生产方式和
文化基础逐渐被淘汰或被取代，传统的乡村公共性

赖以生存和生产的基础被破坏，传统的乡村公共性

逐渐趋于瓦解与流失，人际关系变得待价而沽，以自

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弥漫乡村社会的各

个角落，村庄治理困境层出不穷，严重阻碍了村庄的

良好及有序发展。所以，重建乡村公共性是当前村
庄治理和新农村建设的重中之重。
秭归县的“幸福村落”创建工程为重建乡村公

共性作出了重要的示范性榜样，也为其他地区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总结和创建模式。首先，秭归县在行
政引导上，包括制度的设计、组织架构的安排以及政
策的制定，都有所创新和突破; 与此同时，更注重挖

掘民众的内生性需求，使行政安排契合于民众的公

共利益和公共需求，以使其变为乡村公共性再生产

的内在驱动器; 最后，还充分发掘了村落记忆的粘

合作用。
关于“幸福村落”创建的一系列行政举措，包括

制度设计、村落理事长的设置以及奖惩措施的安排，
有助于激发群众的公共精神，并产生公共规则效应，

不仅为群众的公共参与搭建了平台，并激发其参与

的意愿，而且还增强了群众的民主意识和集体荣誉

感，将村庄能人潜在的能量转化为现实的正能量，使

村民积极主动且负责任地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管理，

一定程度上还对村民的失范行为起着规范与约束的

作用。村落理事长的人格魅力感染和领导才能使得
各村落成功开展了多项公益活动。奖惩机制也是再
生产乡村公共性的一种诱发机制。
实现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仅有完善的行政举

措是不够的，还要使行政举措与村民的切身利益与

82



第 1 期 杨玉珍:“幸福村落”建设中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内在逻辑

需求挂钩。因为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是乡村公共性
再生产的重要源泉及核心推动力。政策设计就一定
要契合村民的切身利益与需求，如此才能很好地实

现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此外，还要充分发掘村落
记忆的作用。因为村落记忆清晰，意味着这一村落
的内聚力甚强，村民对村集体的归属感也强，而且有

助于实现乡村公共精神的再次繁荣，也意味着村规

民约等传统有着强规约性。因此，要充分发掘村落
遗留下来的共同的地缘文化、农耕文化、习俗文化和
亲情文化。
总而言之，完善的行政举措和制度设置必须与

群众的切身利益诉求和公共需求实现很好的对接，

此外还要辅之以村落记忆的粘合作用，这才是乡村

公共性得以再生产的根本逻辑和内在根源。

致 谢:本文在写作与修改过程中得到导师吴

理财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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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Logic of Ｒural Public Ｒeproduction in“Happy Village”Construction

YANG Yu-zhen
( Center of China Ｒural Comprehensive Ｒeform and Innov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9)

Abstract Based on such research methods as visits，survey and individual interview，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Happy Village”construction in Zigui county，Hubei province and finds that this con-
struction project can not only bring hopes for rural public reproduction but also improve public participation，acti-
vate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flourish public culture and purify rural atmosphere． In view of the degradation of
traditional rural commonality，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reproduction of rural commonal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happy village”from administrative measure，benefit effects and village memory． Therefore，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internal root of rural public reproduction depends on good connection between perfect in-
stitutional design and the masses’immediate demands and adds the adhesive function of village memory．

Key words “Happy Village”; rural public reproduc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public culture; village
memory; construction of new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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